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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观察明初勋贵的出身、籍贯和早期经历，考察洪武三年所封勋贵的

人选与序列，认为诸将与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决定着勋贵的人选与地位。那些在朱元

璋名位不彰时即确立私属关系的将领，绝大多数为濠州红军早期成员，籍属濠泗地区，

出身 “从军”而非 “归附”，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派。不同于以往

对于明初勋贵集团分为 “淮西”和 “浙东”两派的观点，本文将整个勋贵集团分为濠州

从军、江北归附、渡江后归附等三个内外圈层，后两个圈层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

压制与猜忌。本文按照这个认识框架审视洪武时期的历次杀戮勋贵事件，考察各派勋贵

的命运，认为历次杀戮事件皆非针对整个勋贵集团，而是或针对归附者，或针对洪武三

年受封的老一辈勋贵，或针对洪武中后期受封的新进勋贵。在任何一次杀戮事件中，濠

州从军者一派所受损失都是最少的，它从来没有成为君主专门打击的目标，而是一支与

君主彼此借重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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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由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军队独自建立的，未曾与其他势力结盟或妥协，

“功臣宿将”① 被长期视为一个遭君主肆意屠戮的整体阶层，内部分野不明显。20 世

纪中期，吴晗勾勒出 “淮西集团”，从派系角度认识君相之争、淮西浙东之争和胡蓝
党案。②但 “淮西”的解释效能受到各方质疑③，它是高层统治集团的泛泛特征，并非
影响部分臣僚政治地位、倾向与命运的派系因素。吴晗将洪武十三年 ( 1380 ) 爆发
的胡惟庸案以及此后的杀戮事件概括为 “胡惟庸党案”④，把胡、蓝党案视为延续十
三年的一贯行动。实际上胡党案与蓝党案只是洪武后期短短三年间在特定时代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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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①，应与胡惟庸案乃至其他零星杀戮事件区分开来。

洪武时期，勋贵的人际关系受婚姻、新军功和制度等新因素影响，但建国之初，

决定勋贵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仍是战功、籍贯、出身、军中早期经历和上下级袍泽关

系等渊源性因素。对此，朱鸿重视 “勋臣出身背景”，指出了出身濠州者在淮西和全

体勋贵中的核心地位，又区分了出身农家、地方领袖和降将者; 张华根据诸将籍贯和

加入红军顺序，勾勒出一个范围较严格的 “淮西”籍集团; 赵毅考察了朱元璋与勋

贵集团之间在首属群体内人际关系方面的缺失②。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超越 “淮西”

和 “胡蓝党案”两个视角，系统考察明初勋贵的派系分野，重新解读洪武时期的杀

戮勋贵事件。

一 洪武三年所封诸侯的派系分野

洪武三年 ( 1370 ) 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是为明代第一批勋贵，

也是明初勋贵的主体。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已故常遇春之子、李文

忠、冯胜、邓愈，伯为刘基、汪广洋两位文臣。公、伯数量较少，不足单列以言派

系，二十八侯则为高级武将，数量众多，人员构成与排序最有可能包含派系信息。

诸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

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已

故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③ 排

列的次序无疑体现着地位的先后，但这个序列既不按官职高低，也不按俸禄多少，而

是按照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排定的。这一原则使濠州红军旧将即汤和至吴祯等前十四

人位居前列。无论是位高名重的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还是对红军立足江南作出决定

性贡献的康茂才，以至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傅友德，都只能因加入红军较晚而依次

排在大量平庸战将的后面。

前十四人都是在元至正十二年 ( 1352 ) 定远起兵后两年间加入红军。如以精确

顺序论，排名靠后的王志、费聚在 1352 年加入红军④，而唐胜宗、陆仲亨等人则是

红军中的年轻后辈，这与排序不符。朱元璋在濠州红军中稍属后起，诸将有先为同列

641 中 国 史 研 究 2011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朱鸿: 《明太祖诛夷功臣的原因》，《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8 期，1980 年。
《明太祖诛夷功臣的原因》; 张华: 《明初政治史上的淮西勋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 1986 年第 4 期;

赵毅: 《明太祖诛夷功臣原因新探———朱元璋与刘邦的比较》，《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
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 年。
《明太祖实录》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 年，

第 1126—1134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八 《费聚》、《王志》，《明代传记丛刊》第 23 册，台北，明文书局
影印明正德刻本，1991 年，第 527、538 页。



后为下属的，也有直接投奔朱元璋的。若以归属朱元璋的顺序论，唐胜宗、陆仲亨等
年轻随从最早，郭子兴、王志、费聚等老牌红军在较晚的元至正十四年 ( 1354 ) 改
属朱元璋，郑遇春、吴良、吴祯则在这一年才加入朱元璋所部红军。①这个顺序与封
侯排序十分吻合，只有汤和是例外，汤和本是资历最老的红军高官，但很早就与朱元

璋深相结纳、甘为下属，又有封公之勋，只是因过封侯，理应置于诸侯第一位。总
之，濠州旧将之间的位次，并非按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排列，而是以他们归属朱元璋

的顺序为主，以在红军中的资历为辅。

这 14 位濠州红军旧将中，11 人来自濠州附郭县钟离县，3 人来自定远县。②元代
的濠州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③而濠州红军是先起于定远、后据濠州的，所以诸
将来自钟离与定远，都可称为濠州人。后 14 人绝大多数也来自淮西地区，但均非濠
州人，则濠州这个籍贯因素是否非常关键呢? 朱元璋是钟离西乡人，与费聚、王志、

顾时尤属近邻同乡，但这些人的位次都在定远人华云龙之后。在地位更高的六位公爵
中，除徐达是钟离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来自濠州 “外围”的定远、怀远，李
文忠、邓愈来自泗州的盱眙、五河。④由此可知，无论在濠州红军诸将中，还是在全
军高层中，与朱元璋同县同乡、特别近邻这个因素并无太多意义。位居诸侯前列者籍
皆濠州，只是附属于更早投奔朱元璋、出身早期濠州红军等因素的次要特征。可是，

如果把籍贯范围从狭义的濠州扩展到广义的 “濠泗”，则上述将领的籍贯又表现出相
当的一致性，所以籍贯因素又不可完全忽略。

但是，六位公爵除徐达属于最早一批濠州红军追随者外，其他五位都是从 1354

年秋到 1355 年夏，由濠州红军的其他派别或民间或他部前来投奔朱元璋的。他们归
属朱元璋的日期比十四位濠州诸侯绝大部分都要晚，待遇却丝毫不在濠州旧将之下，

这说明存在着一个比濠州旧将覆盖更广的优待范围。1355 年夏，濠州红军南渡长江，

一举奠定了明朝的立国基础，后来所有在江北新加入红军的势力与濠州旧部被合称为

“渡江旧人”，身份颇重⑤，明初君臣也习惯以 “从朕渡江”、 “从上渡江”等作为重
要的身份标志。这个比濠州旧将覆盖更广的范围，是否就是 “渡江旧人”呢?
“渡江旧人”的内部，存在着一道身份上的鸿沟。红军之所以能成功地南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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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是因为 1355 年夏接纳了巢湖水军。与常遇春、冯胜这些小股势力相比，巢湖水
军是一支强大的武力，可谓除濠州旧将外的 “渡江旧人”中最重要的势力。巢湖诸
将长期在朱元璋所部占据高位，以他们为核心的水军在建国历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

作用，是明朝称霸海洋、支持北方作战的强大水军 ① 的核心力量。可是，巢湖诸将
没有人跻身公爵，在后 14 人中也仅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占据四席。诚然，

巢湖水军的主要头领廖永安、俞通海、赵伯仲、张德胜等在洪武三年都已离世，剩下
的代表人物是他们的兄弟子侄廖永忠、俞通源、赵庸、张兴祖等，可能影响到封爵待
遇。但是，这些幸存者的官位和战功仍然远远高于唐胜宗、陆仲亨、王志、郑遇春等
人，得到的封赏却与他们及其父兄们的重大贡献极不相称。当时，朱元璋强调封爵之
公平合理，说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子兴四人各有罪责， “止封为侯”。其实，汤
和、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确实劣迹斑斑，赵庸、廖永忠两位巢湖旧将的罪名则难以成
立。汪兴祖本在封侯之列，“人有言其过者。上宥而弗问，然弗与诰券，俾仍以都督
还职”②，其实是有意贬抑。③ 封侯同时，有 6 人与诸侯同受重赏但不得封，前二人就
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金朝兴。显然，同为 “江北旧人”中较晚加入红军的势
力，巢湖水军受到了刻意的压制，与常遇春等江北新红军的待遇相去甚远。

从表面上看，巢湖水军只是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前来投奔，但是其投奔对象却不

同。1354 年是朱元璋早期发迹的关键时刻，对此朱元璋回忆说: “予脱旅队，驭马控
缰，出游南土，气舒而光。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
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后来又道: “率二十四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
三千，率练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④

其实，新增的三千人、二万人主要归属红军上级⑤，但建立首功的朱元璋也分得部分
军兵，独力南下滁州，一个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的核心群体出现了。不
久，濠州红军的上级们陆续来到滁州，朱元璋遭到猜忌、削弱，但私属班底没有拆
散⑥，并且继续以红军某部首领的身份接纳了邓愈、常遇春等人。到 1355 年夏，郭
子兴去世，濠州红军接受了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在全军位列第三，巢湖水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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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来降的。①巢湖水军实力雄厚，而朱元璋并非全军首领，双方此时不可能建
立私人归属关系。至于渡江后朱元璋夺得全军领导权 ② 之后，其他濠州旧将或巢湖

水军乃至新投降者无论怎么衷心拥戴，也来不及建立慧眼识英雄、困顿见真情的私人
关系了。所以，“渡江旧人”的关键不在 “渡江”，而在 “旧人”，即在朱元璋名位不
彰时就已经确立了私人归属关系。

1362 年，红军内部发生了朱元璋诛杀军中二号人物邵荣、翦除郭子兴旧部势力
的重大事变，来历不同的将领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郭子兴的老部下向朱元璋告发邵

荣③; 朱元璋派廖永忠与康茂才 “邀饮，擒之”④; “太祖欲禁锢其终身，听其自死，

常遇春曰: ‘邵荣等反得成，岂得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遇春心实不甘。’

太祖命缢杀之，籍没其家产。”⑤在此，出面诱擒者分别主导着濠州红军旧部以外的两
大势力，即巢湖水军和渡江后降众，代表外围部众表达对领袖的认同。告密与政治表
态应该是内部成员的职责，告密者的确是老资格的濠州红军，而代表全军做政治表态

的是江北新红军常遇春，可见李善长、常遇春、邓愈等 “旧人”的身份已与纯粹的
濠州旧将并无轩轾。

但是，与朱元璋本人的早期私属关系，并非获得优厚封赏的充分条件。早在
1364 年，朱元璋部初创卫所⑥，时任各卫指挥使、指挥同知可考者共 21 人，其中濠
州旧将有 15 人，出身江北新红军的有丁德兴、吴复、金朝兴 3 人，渡江后加入红军
者有傅友德、康茂才、朱亮祖 3 人。⑦到洪武三年封侯时，濠州 15 人除孙兴祖、蔡迁
已死，沐英年位尚低，其他 12 人全部封侯，即前 14 人中汤和、周德兴之外的 12 人。

显然，王志、郑遇春这些中级将领得以封侯，凭靠的正是甲辰年任指挥使或同知这个
资格。但是，其他 6 人除丁德兴已死，渡江后加入的 3 人封侯，江北新红军吴复、金
朝兴居然未封侯。丁德兴虽然在洪武三年被追封为济国公，意即生前可封侯，但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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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年四月丁丑，第 29—31 页。
［明］ 俞本: 《明兴野记》卷上，乙未年六月、十一月。

李新峰: 《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 8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明］ 俞本: 《明兴野记》卷上，壬寅年八月七日。
［明］ 刘辰: 《国初事迹》，第 90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三月庚午，第 185 页; ［明］ 俞本: 《明兴野记》卷上，辛丑年十一月。

除见本文所引诸将传记，另见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 《沐英》、卷四 《耿炳文》、卷六
《孙兴祖》、卷七 《唐胜宗》、《陆仲亨》、《顾时》、《陈德》、卷九 《郭子兴》、卷一○ 《朱亮祖》、卷一
一 《蔡迁》、卷一二 《金朝 兴》，第 131、 307—311、 430—432、 455、 464、 499、 517—518、 521、
564—566、613—615、658—659、701—703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一六一，洪武三年八月己未
“康茂才传”、十七年四月壬午 “傅友德传”，第 1074、2491 页; 邵磊 《明初开国功臣墓志校正》录
《东胜侯汪兴祖墓志》，见 《四川文物》2008 年第 6 期。



年去世后仅赠 “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并无这个级别惯常追封的郡公名号。①金朝兴
来自巢湖水军，受到压制自属正常，但丁德兴、吴复的遭遇难以理解。丁德兴是濠州
定远人，“甲午岁城口归附……授万户。是年六月，取洪山寨”。吴复是庐州合肥人，
“为千户……岁甲午，率所部自梁县伏谒太祖于濠右”，都是比邓愈、常遇春更早归
属朱元璋的②，战功、官位绝不在王志、郑遇春之下，为什么没有受到相应的优
待呢?

二人本系元军将领的背景，十分值得关注。明朝军人论及出身，并不严格按照参
军时间，而要顾及加入红军以前的身份。每位军人的档案中，详细部分即 “大黄”，
“凡姓名、旧名、年甲、贯址、从军归附来历、征克地方、杀获次数、受赏名目、升
授职役、调守卫所并给授诰敕，俱要细开”，摘要部分即 “小黄”， “止存从军归附、

征克紧要地方并卫所流、世职事”③，关于出身的 “从军归附”是格外重要的内容。

有明代方志介绍出身本地的军官，例为 “某某都人，洪武某年从军某某卫”④。现存
档案中提及明朝建国前加入红军的方式，有 “从军”、“归附”、“归附从军”等用语，
“归附从军”仍属 “归附”，与 “从军”区别⑤。很多军人是在明朝建立后投军的，

算 “从军”，有些早在渡江前加入的，仍算 “归附”⑥。其中关键，不在于参军早晚，

而在于加入红军以前的身份，到底是平民或反元自立者，还是属于其他阵营的军人。

勋贵的出身也严格区分为 “从军”和 “归附”。留存至今的档案中，记录了八位
明初勋贵的出身，即郭英 “癸巳年从太祖高皇帝起义兵”，吴复 “甲午年归附”，吴
良 “比先随太祖高皇帝起兵”，康茂才 “丙申年率领义兵归附”，俞通源 “乙未年部
领本管军人和州归附”，张龙 “壬辰年从军”，沐英 “比年八岁，蒙太祖高皇帝赐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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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辰年到吴元年的一般情况是，赠一品官追封公，赠二品官追封郡公，赠三品官追封郡侯。骠骑卫
上将军是元代正二品武散官，生前任指挥使的丁德兴按例至少当赠大都督府官、追封郡公，如前后不
久去世的指挥副使茅成赠 “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护军，东海郡公”，指挥同知严德赠 “骠骑上
将军、大都督府副使、上护军，追封天水郡公”，见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五、四三，丙午年十一
月癸卯、吴元年九月乙亥、洪武二年六月壬辰，第 310、362、850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 《丁德兴》、卷一二 《吴复》，第 242—243、687—688 页。按，

朱元璋甲午年六月最初招降的三千人即来自 “城口张寨”，同月十三日攻克梁县，见 ［明］ 俞本 《明
兴野记》卷上，甲午年六月。丁德兴、吴复必即此时投奔朱元璋的。

正德 《大明会典》第 2 册，卷一〇七 《兵部·贴黄·清黄》，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明正德刻本，1989

年，第 440、441 页。

嘉靖 《福宁州志》卷九 《人物·武功》，《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41 册，上海，上海书店影
印明嘉靖刻本，1990 年，第 375—377 页。

嘉靖 《惠州府志》卷一○上 《兵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62 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
明嘉靖刻本，1961 年，第 6—26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54 册，《骁骑右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印本，2001 年，第 151—175 页。



为养子”，常遇春 “乙未年和州归附”①。其中，郭英、吴良、张龙、沐英四人为 “从

军”，另外四人为 “归附”。加入红军前，吴复为地方义兵将领，康茂才为元军将领，

俞通源为属另类红军系统的巢湖水军将领，常遇春 “原隶群盗刘聚部下，闻太祖驻

兵和州，领众十人来归”②。这 4 人都在此前加入了其他组织，接受了其他阵营的任

命，无论是主动来降还是被俘投降，都只能算 “归附”。

按此标准，出身江北新红军的将领中，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愈显然是
“从军”者③，而丁德兴、吴复的传记中分别注明 “归附”，巢湖水军的主要将领廖永

安、俞通海的官方传记注明为 “降”④，必与俞通源同属 “归附”。这两种江北归附者

同受压制，说明出身 “从军”还是 “归附”这个纯粹客观的指标，也是影响封赏待

遇的重要因素。

洪武十三年 ( 1390 ) ，朱元璋更张军事体系，将在京卫所分为宿卫十卫与五府所

属二十六卫。甲辰年由江北和渡江后 “归附”者统领的龙骧、凤翔、振武、宣武、

雄武、神武、威武诸卫，除龙骧卫经重组隶属五府外，其他六卫或被外调，或遭裁

并，而旧由 “从军”者统领的各卫均得保留在京。⑤在此，是否 “江北旧人”的身份，

已让位于 “从军”和 “归附”之别。

但是，费聚、常遇春出身 “归附”，待遇却丝毫未受影响。费聚的履历中明载壬

辰年 “大西门归附”，就濠州红军而言是 “归附”者，就朱元璋而言则是以一个老红

军的身份加入自己阵营的，关系极为亲密。⑥常遇春一开始颇受怀疑和冷落，但他出

身群盗，几乎是只身来投⑦，与朱元璋建立私人从属关系。而以义兵将领身份统率大

股部众归降的丁德兴、吴复，要受到 “查其底里”⑧的审查，即使衷心承认朱元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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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一 《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复》、《江阴侯吴良》、《蕲春侯康铎》、《南安侯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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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影印明钞本，1970 年，第 83、149、153、155、157、375、463 页。
［明］ 刘辰: 《国初事迹》，第 106 页。

冯胜因 “元季兵乱，江淮云扰，念不能坐受鱼肉，岁甲午，与国用伏谒太祖于妙山”，见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 《冯胜》，第 170 页。邓愈全家 “起兵于乡，遂戍临濠，与元兵战……岁乙未，

上驻师滁阳，王自盱眙率所部来附”，见 ［明］ 徐絃编 《皇明名臣琬琰录》前集卷三 《卫国邓公神道
碑》，《明代传记丛刊》第 43 册，台北，明文书局影印明正德刻本，1991 年，第 57 页。邓愈虽称 “来
附”，此前却在 “临濠……与元兵战”，盱眙则正被濠州红军主将郭子兴等部所据 ( 见 ［明］ 佚名 《皇
明本纪》，第 19 页) 。由此可知，邓愈一家最初即加入濠州红军，其 “附”系指离开红军中的上级投奔
朱元璋而言，出身与冯胜皆为 “从军”无疑。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二三，丙午年七月丁未 “廖永安传”、吴元年四月乙卯 “俞通海传”，第 292、
330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甲辰，第 2052—2054 页。
［明］ 佚名 《皇明本纪》，第 18—19 页。
［明］ 宋濂: 《宋濂全集·栾坡前集》卷二 《鄂国常公神道碑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

第 349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二 《吴复》，第 688 页。



权威，私人关系也毕竟不如侍从、亲信。所以，“从军”与 “归附”的区别，仍然要
受到与朱元璋私属关系的影响。

总而言之，加入红军阵营的早晚、“从军”与 “归附”的差别，乃至籍贯是否濠
州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勋贵封赏，籍属濠州、“从军”出身的老红军的优势是毋庸
置疑的。但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很多将领，只要在渡江之前并未从属朱元璋，在明初
勋贵中就绝不见踪影，而籍非濠州、 “归附”出身、渡江前夕方加入红军的常遇春，

在朱元璋统帅全军之前确立了归属关系，却排在军中第二位。可见，是否在朱元璋名
位不彰时就建立了个人归属关系，是决定明初勋贵人选、地位高低、排名先后的主要
指标。这项指标在 “渡江旧人”当中，大体表现为以平民或反元自立者身份加入红
军的 “从军”者与来自其他组织的 “归附”者之间的差别，在侯爵序列中则体现为
濠州红军旧将与江北新红军的差别。 “渡江旧人”中的 “从军”者与较早投奔朱元
璋、籍属濠泗地区特别是濠州、身隶濠州红军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与朱元璋关
系最亲密的第一圈层，不妨概称为 “濠州从军”者，其中包括以私人关系和超群战
功跻身于此的常遇春。“渡江旧人”中的 “归附”者一般籍非濠泗，与朱元璋较少私
人从属关系，洪武三年封赏时受到压制，形成了第二圈层，可称 “江北归附”者。

渡江后投降的将领，能在明初勋贵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么依靠战功，要么依靠率领大

队人马归降，概属 “归附”者且与朱元璋私人关系淡薄，构成了第三圈层，可称
“渡江后归附”者。濠州从军者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在洪武三年的
勋贵体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二 洪武前期各派系的遭遇

濠州从军者之外的两个圈层，尽管官位高、战功著，仅占据侯爵的后半部分，饱
受朱元璋以至濠州从军者的压制。但是，江北归附者特别是巢湖水军，毕竟属 “渡
江旧人”，诸将历任高官，功勋卓著，仅在侯爵中占据四席，甚至还不如渡江后归附
者。这隐隐反应出，在普遍的压制之外，外围势力还受到严重的防范、猜忌。洪武时
期与勋贵有关的政治措置，是否与这种格局有关呢?

明朝建立后首次杀戮功臣事件，是洪武八年 ( 1375 ) 杀廖永忠。当时的罪名是
“僭用龙凤不法”，洪武末年又改为擅杀韩林儿 “不义”，后人多信所谓 “擅杀”①。

其实，龙凤皇帝之生死，绝非任何将领可以擅决，要惩处罪犯也不可能等到九年之

后。朱元璋在韩林儿死后，马上突兀地给苏州前线诸将写公开信，大骂 “更始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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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诸将狂愚，终为汉光武、邓禹君臣之所得”①，其贬抑和斥责韩林儿，政治态度
十分明确。洪武末年改加于廖永忠的罪名，并不能遮掩当年的有意杀戮。其实当年廖
永忠对加给他的罪名表示全然不屑: “上宣永忠曰: ‘汝知罪乎?’答曰: ‘已知矣。’

曰: ‘汝知何罪?’答曰: ‘天下已定，臣岂无罪乎?’……天下哀之。”②廖永忠作为
“归附”者的头号人物，在朱元璋两次最重要的政变中都曾经扮演过关键角色。 “臣
岂无罪”明白地揭示了归附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他们未来的命运。

从洪武三年到十三年发生胡惟庸案的十年之间，出现了一批新封、进封的勋贵，

濠州从军者受到了极大的优待。洪武三年底，此前因罪未封的名将薛显封永城侯，系
渡江后归附者③，其实他与汪兴祖均应在首批封侯之列。洪武十年 ( 1377 ) ，甲辰年
“从军”指挥使、指挥同知中唯一未得封侯的沐英，在并无新功的情况下封西平侯④，

而当年的 “归附”指挥使、同知吴复、金朝兴则仍无预。洪武十一年 ( 1378 ) ，汤和
由中山侯进封信国公⑤。其实，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汤和顿兵遭斥，傅友德、

廖永忠则有 “傅一廖次”之功⑥，在洪武五年的漠北之役中，汤和兵败丧将，傅友德
独建殊勋。但汤和的濠州从军者老资格，压倒了归附者傅友德、廖永忠的战功。

洪武十二年 ( 1379 ) 末胡案前夕，一批大都督府佥事仇成、蓝玉、谢成、张龙、

吴复、金朝兴、曹兴、叶昇、曹震、张温、周武、王弼封侯。⑦其中，曹兴、周武、

张温籍贯不明，但均系 “渡江旧人”，蓝玉、谢成、张龙、曹震为濠州从军者，仇
成、吴复、金朝兴、叶昇是江北归附者，王弼是渡江后归附者。⑧吴复、金朝兴是两
位甲辰年的指挥使、同知，其他江北归附者在甲辰年多任指挥佥事，濠州从军者当时
多任千户。这批新封勋贵中，江北归附者占有较大比例，但资历较浅的濠州从军者与
资历较深的江北归附者待遇相同，对从军者的优待很明显。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同时被杀的高官，除 《实录》所载左丞相胡惟庸、左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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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王世贞著、魏连科点校: 《弇山堂别集》卷八六 《诏令杂考·与魏国公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639 页。
［明］ 俞本: 《明兴野记》卷下，洪武七年 “是年”。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第 1153—1154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洪武十年十月戊午，第 1886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正月己卯，第 1907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五 《廖永忠》，第 800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七，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第 2021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三 《仇成》、《张龙》、《叶昇》、《王弼》、卷一四 《谢成》、《张
温》、 《曹兴》、 《周武》，第 725、728、792—793、796—797、802、805、732—733、736、754—755、
743—745 页 ( 按: 原书页序有错乱) ;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壬戌，第 2918

页; ［明］ 焦竑: 《献政录》卷八 《景川侯曹震》，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明万历刻本，1986 年，第 275

页。



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官位相当者还有右丞相汪广洋①、左都督丁玉②、都督佥
事毛骧③。其实，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④，除右御史大夫
安然在案发后先被降为御史中丞、旋被赶回家乡，⑤其余均遭杀戮。胡惟庸是定远人，

乙未年投奔朱元璋; 毛骧是定远人，甲午年随其父毛麒归附。陈宁是湖广茶陵人，涂
节是江西进贤人，汪广洋是河南 ( 行省) 高邮人，安然是河南祥符人，丁玉出身于

龙凤红军，均为渡江后加入红军者。⑥ 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 “归附”的濠州
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与朱元璋的私人关系均不如上述濠州从军者，

只是三大衙门的新进高官而已。建国之初，任丞相、平章、都督、御史大夫者七人，

洪武三年封公侯时常遇春已死，任职者正是五位公爵和侯爵之首汤和。胡案之前，这
五公一侯已经解除了官职，只保留 “参军国事”、“同知军国事”、“同参军国事”等
名目，空出的六个职位没有授予其他勋贵武将，而是由非武将出身的新锐担任。案发
后，中书省与大都督府被取缔，御史台则由勋贵之首李善长出山控制。可见，胡案的
人事背景并非皇帝打击 “淮西集团”或任何勋贵，而是清洗取代六位濠州从军勋贵
官位的官员，不妨视为以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团对新进官员的胜利。

胡惟庸案当年，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因在镇不法被杀， “父子俱亡”; 洪武十七
年 ( 1384 ) ，渡江后归附者胡美因 “乱宫”被杀，“姓氏俱没”⑦。此前，濠州从军者
华云龙也有在镇不法之罪，且 “大不敬”，仅被召还; 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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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根据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列举胡党罪状，证汪广洋被追论胡党，见氏著 《牧斋初学集》卷一〇
三 《太祖实录辨证》，第 2126 页。但汪广洋直接死于胡案中之陈宁告发，实属胡案一部分。

刘辰载: “丁国宝系韩林儿监察御史，太祖用为九江知府……以其有武略，转为指挥，至御史大夫。征
雪山有功，为胡惟庸亲，伏诛籍家。”见氏著 《国初事迹》，第 101 页。胡惟庸案前夕，“御史大夫丁玉
还自四川……拜大都督府左都督。”见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甲申，第 2033 页。
“国宝”应即丁玉之字。
《实录》载胡惟庸有一条罪状是 “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见 《明太祖实
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第 2045 页。此后 《实录》未载毛骧其人其事。洪武二十三年，

朱元璋追论胡党，提到都督 “毛譲”，见 ［明］ 祝允明著、赵子富点校 《野记》引洪武二十三年朱元
璋诏书，［明］ 邓士龙辑、许大龄等点校: 《国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04 页。
“譲”应为 “骧”之讹。俞本载都督毛骧于洪武十年被 “剥皮揎草”，见氏著 《明兴野记》卷下，洪武
十年六月。参朱元璋追论之词，可知毛骧因胡惟庸案被杀。

洪武十年二月的朝廷在任高官，有 “中书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台左大夫汪广洋、右大
夫陈某”，见 ［明］ 刘崧 《槎翁文集》卷七 《按察司官朝会题名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4

册，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明嘉靖刻本，1996 年，第 467 页。“毛某”应即毛骧。胡惟庸案前夕，毛骧若
非已升右都督，即是因公侯任都督者均不任事而实际掌控大都督府的高官。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一三一，洪武十三年正月丁巳、五月丙申，第 2056、2084 页。
［明］ 宋濂: 《宋濂全集·芝园全集》卷六 《毛公神道碑》，第 1270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一
二二、一二八、一二九、一三八，洪武十年九月丙申、十二年正月辛卯、十二年十二月 “是月”、十三
年正月戊戌、十四年八月庚辰，第 1884、1973、2035、2047、2182 页。
［明］ 朱元璋: 《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一八 《永嘉侯朱亮祖圹志》，第 525 页; ［明］ 祝允明: 《野记》

引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诏书，第 504 页。



当下狱，上特赦之”，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①，但无一遭到诛杀。尤可
注意的是，渡江后归附者多依靠率领大股部众来降封侯，少数如杨璟、傅友德是靠征
战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则两者兼备。康茂才是作为集庆路守将投降
的，所部 “连家属数十万口”②; 朱亮祖所部十分强悍，投降前多次重创红军; 胡美
所部则是陈友谅在江西全省的势力，旧部于壬寅年发动南昌叛乱，红军损失惨重，朱

元璋仍惮胡美而 “特宥之”③。至此，因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后归附的三股最强势
力的首领全都过世，江北归附者对旧部有影响的人物只剩赵庸一人。

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又增加了一批新封、进封的公侯。渡江后归附者
傅友德进封颍国公，濠州从军者蓝玉进封凉国公，皆由新建大功④。封侯者中除张
翼、朱寿是江北归附者，纳哈出是元朝降官，李新、陈桓、胡海、郭英、张赫、孙
恪、濮屿均为濠州从军者或其后代⑤。在此期间，胡党案牵连甚众，但勋贵中只有已
死的渡江后归附者梅思祖被追论，亦仅以其子谪为辽东都指挥了事⑥，其他勋贵皆安

然无恙。

从洪武三年封赏勋贵到二十三年诛戮胡党的 20 年间，明初勋贵集团中的濠州从
军者持续扩大着优势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而江北、渡江后归附者中带来大股部众且
战功卓著的几位勋贵则遭消灭。

三 胡蓝党案中各派系的遭遇

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大爆发，《实录》载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
被杀⑦，而同时被杀者尚有郑遇春、黄彬、陆聚⑧。此时洪武三年所封勋贵大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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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刘辰: 《国初事迹》，第 100 页; ［明］ 祝允明: 《野记》引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诏书，第 503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一月 “是月”，第 1898 页; ［明］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卷 一
〇五 《太祖实录辨证》，第 2144 页。
［明］ 俞本: 《明兴野记》卷上，丙申年三月十六日。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壬寅年四月甲午，第 140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一九四，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二十一年十二月壬戌，第 2490、2918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三 《李新》、《陈桓》、《胡海》、卷一四 《张翼》、《张赫》、《朱
寿》、卷一六 《濮真》，第 762、764、766—767、771、773、787、808、809 页、《明代传记丛刊》第 24

册，第 58 页 ( 按: 黄金误以濮英作濮真) ;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八月乙卯、

十月戊申朔，第 2766、2785 页。
［明］ 朱元璋: 《大诰武臣》第四条，杨一凡: 《明大诰研究》附点校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432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庚子，第 3024 页。

钱谦益根据 《实录》不载陆聚结局和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诏书，证陆聚死于胡党案，见氏著 《牧斋初
学集》卷一〇三 《太祖实录辨证》，第 2125 页。按，黄彬、郑遇春结局也不见于 《实录》，而朱元璋在
洪武二十三年把黄彬列入胡党，见 ［明］ 祝允明 《野记》引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诏书，第 503 页。三
人若非与李善长等同遭杀戮，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论，要之洪武二十三年后均不在人世。



死亡，勋贵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是袭封爵位的子侄和后来的新封侯者。当时朱元璋
公布追论已死的胡党分子有胡美、顾时、陈德、华云龙之子、王志、杨璟、朱亮祖、

梅思祖、金朝兴①，其实还有邓愈之子、吴祯、俞通源、薛显、吴复，共 22 家，他

们的子孙或遭屠灭，或受牵连。② 这 22 家包括 11 家濠州从军者，4 家江北归附者，7

家渡江后归附者，濠州从军者比例偏低，但差别不很明显。从具体人选看，其中 20

家来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另外的吴复、金朝兴恰恰是在洪武三年遭到压制的两位甲

辰年指挥使，其他新封勋贵无一受到牵连。显然，洪武二十三年大屠杀针对的，并非
“淮西”或 “濠州”集团，而是建国过程中形成的老一辈勋贵及其子孙。

洪武二十三年大杀胡党后幸存的老一辈勋贵之家，即未遭牵连和虽遭牵连追论但

子嗣未绝、待遇未取缔的家族，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汤和、周德兴、耿
炳文、郭子兴、吴良、吴祯、吴复、俞通源、傅友德、薛显、韩政、曹良臣共 16 家。

其中 10 家为濠州从军者，两家江北归附者，四家渡江后归附者，比例依旧。新进勋

贵全体免于牵连，计有沐英、蓝玉、谢成、张龙、曹兴、叶昇、曹震、张温、王弼、

李新、陈桓、胡海、郭英、张翼、纳哈出、朱寿、张赫、孙恪、濮屿和随后得封的濠

州从军者张铨 ③ 等共 20 家。其中，17 家可以确定出身者的比例为 12 ︰ 3 ︰ 2，可略
见濠州从军者优势扩大，以及渡江后归附者进一步衰落，这与此前 20 年间两者的命
运颇为相似。

洪武二十四年 ( 1391 ) ，胡海以胡党被杀。次年，周德兴以 “帷薄不修”、叶昇
以胡党被杀④。二十六年 ( 1393 ) 就爆发了蓝党案。朱元璋声称蓝党系 “胡陈旧党，

愚昧不才，一闻阴谋，欣然而从”⑤，所以蓝党案历来被视为 “胡党之流祸”⑥。但

是，蓝党案的屠杀对象与胡党案有显著区别。《实录》载洪武二十六年因蓝党被杀的
公侯有: 蓝玉、张翼、陈桓、曹震、朱寿，旋又有张温和纳哈出之子⑦。其实还有常
遇春之子、孙恪、曹良辰之子、谢成等家。又，俞通源之弟俞通渊被黜还乡里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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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祝允明: 《野记》引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诏书，第 502—504 页。
［明］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卷一〇三、一〇五 《太祖实录辨证》，第 2122、2124—2125、2145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甲申，第 3066 页。
［清］ 潘柽章: 《国史考异》卷三，第四条， 《续修四库全书》第 45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清初刻本，2002 年，第 46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己未、丙子，第 3222、
3227—3228 页。
［明］ 朱元璋: 《御制逆臣录序》，［明］ 明太祖敕录，王天有等点校: 《逆臣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1 年。
［清］ 潘柽章: 《国史考异》卷三，第七条，第 48—49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二二六、二二七，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三月壬戌、四月壬午，第 3296—
3297、3306、3312 页。
［清］ 潘柽章: 《国史考异》卷三，第十条、第十四条，第 52—53、55—56 页; ［明］ 黄金: 《皇明开
国功臣录》卷一四 《谢成》，第 796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七，洪武二十六年五月戊辰，第 3318

页。



他罹蓝党案的公侯被杀时间多不可确考。其中，常遇春之子常昇、孙兴祖之子孙恪、

俞通源之弟俞通渊，都是以自身军功得封与父辈不一样的爵位，不能算老一辈勋贵之

家。所以，蓝党案几乎未涉及洪武三年的老一辈勋贵，而是针对洪武十二年、十七年

以进攻西番和云南战功而得封的新进勋贵，与胡党案形成了鲜明对比。

牵连进蓝党案的 12 家公侯中，叶昇、张翼、朱寿、俞通渊、曹泰、纳哈出等 6

家为归附者，蓝玉、常昇、谢成、陈桓、曹震、孙恪 6 家为濠州从军者。洪武二十三

年诛戮胡党后，归附者在勋贵集团中的比例已不到 1 /3，而在蓝党案遭诛戮者中又占

了一半，此后见于记载的归附出身的勋贵，只剩下吴复、傅友德、王弼三家。其他见

载的徐达、李文忠、冯胜、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张龙、李新、郭英、张铨诸

家，则皆为濠州从军者。由此可见，蓝党案除了针对洪武三年后的新进勋贵，同时也

针对所有归附出身的勋贵，以及濠州从军集团中在出身、籍贯和私人关系方面最接近

江北归附者的常遇春———蓝玉系统。

蓝党案后，归附出身的傅友德和王弼于次年见杀①，冯胜、李新、张龙等亦陆续

被杀、去世、罢袭②。在洪武末年和建文时期，见于政坛的勋贵家族，唯余徐达、李

文忠、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吴复、郭英等 7 家。其中，沐英是朱元璋的义

子，郭英是朱元璋宠爱的郭妃之兄。此时残存的勋贵集团，除了吴复属于极早投奔朱

元璋的江北归附者，都是濠州从军者中的老一辈勋贵之家和与朱元璋私人关系极深的

新贵。濠州从军者在勋贵集团中的相对优势，在洪武末年达到了顶点。

四 结论

从甲辰年初创卫所直到洪武末年，明初勋贵集团之中从来没有划分出或整合为一

个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利益或命运的 “淮西”集团，而是根据朱元璋与诸将之间的

亲疏关系划分为各级圈层，深刻地影响了君主的措施和勋贵的命运。

那些与朱元璋关系亲密的将领，或身为老资格红军而很早就追随左右，或在南略

定远、滁州时加入了这支红军，都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就与他确立了私属关系。这些

将领籍属濠泗地区，绝大多数是濠州红军的早期成员，基本上为只身入伍的 “从军”

出身而非率部众来投的 “归附”出身，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系。

这个派系形成之初，只是濠州红军当中的派系之一，那些没有 “及时”归属朱元璋

的老资格濠州红军将领和江北、渡江后源源来归的将领，在红军壮大和明朝建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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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从朱元璋夺取全军领导权的乙未年夏天开始，他们就一直

受到朱元璋及其私属的压制。在洪武三年的勋贵集团中，非朱元璋早期私属的濠州旧
将已绝不见踪影，其他归附者也只获得陪衬的地位。此后，朱元璋仍然长期扶植、利
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这个私属群体，不断展开对其他勋贵和政治势力的打击。

其他勋贵按照是否 “渡江旧人”，分为江北归附者和渡江后归附者两部分。前者
实力雄厚、战功卓著，一开始就遭到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猜忌。后者为红军带来
了大股降众，资历战功稍逊，建国初期曾受一定优待，旋遭严厉打击。到洪武中期，

两者的势力比洪武三年更形衰微了。

到洪武后期，明朝击败了北元，整个勋贵集团的利用价值大大降低，朱元璋先发

动了针对老一辈勋贵的胡党案，又发动了针对新进勋贵的蓝党案。经此杀戮，曾在军
队和勋贵集团中占据半壁江山的江北归附者和渡江后归附者基本上被消灭干净，而濠

州从军者虽也受到严重削弱乃至摧残，失去了以往的利用价值，却仍然构成了残存勋

贵集团的几乎全部。

总之，朱元璋与勋贵集团之间并非一视同仁或一以贯之的对抗、打击关系。在君
主专制权力极端膨胀的历史背景下，朱元璋仍然长期扶植、利用、保留了与自己有密
切私属关系的部分勋贵，这个有浓郁 “濠州”与 “从军”色彩的派系与君主互相借
重，一直是明初勋贵集团的主体核心。

〔作者李新峰，1970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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